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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变化驱动力研究的尺度问题

严 祥，蔡运龙，陈睿山，李 昊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地表过程分析与模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1)

摘 要：尺度问题是土地变化驱动力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统计方法在土地变化驱动力研究中应用广泛，而目前对

此类研究所需考虑的尺度问题尚未有针对性的论述。本文通过总结目前土地变化驱动力分析中主要的统计方法，

识别出其中亟待处理的5种尺度问题，即研究区空间幅度、空间粒度、时间幅度、时间粒度和土地分类精度5个因素

变化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并且认为此5种尺度问题的本质都是数据在空间或时间上聚合对统计分析结果的影响，

若缺乏妥善处理，土地变化驱动力分析的结果将表现出不真实性，可能带来2方面的风险：一是土地变化驱动力分

析结果无意义；二是引导出错误的对策。土地变化驱动力研究中有3种思路可处理该问题：①研究基本实体的明确

界定；②敏感性分析或变化速率分析；③寻找回避尺度问题的恰当方法。3种思路均可借鉴，但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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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尺度问题已成为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
重点，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尺度效应在其研究领
域的重要性[1]。目前已有许多关于尺度转换、尺度
推绎的工作，但实质性的进展不多，原因是我们尚
未弄清尺度之间的关联。对Scaling的理解不能局
限于“尺度转换”或“尺度耦合”，而需要对不同尺度
的多种复杂关系(“连通性”)有综合的认识，认清尺
度间关联的机制是尺度推绎与尺度转换的基础[2]。

在土地变化驱动力研究领域，尺度问题也是一
个热点。土地变化及其驱动因素的作用过程具有
明显的尺度相关性[3]，某一尺度上揭示出土地变化
驱动力不能简单的应用于其他尺度，尺度依赖被认
为是未来区域土地变化驱动力研究的重要命题[4]。
统计方法是土地变化驱动力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已
有研究表明，研究区的幅度、精度等因素会影响土
地变化与其驱动力因子的统计关系，尺度问题在统
计方法应用于土地变化驱动力分析时同样存在[5]。
那么，除了研究区幅度和精度，还有哪些尺度相关
的因素影响土地变化驱动力的统计分析结论，如何
看待此类尺度问题，对尺度问题缺乏妥善的处理会
带来什么风险，目前处理尺度问题有哪些思路，这
些都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因此，本文从总结目前
土地变化驱动力研究中常用的统计方法入手，识别
其中需要处理的尺度问题，进而分析问题的本质，
阐明尺度问题带来的危险，最后就处理该问题的思
路展开讨论。

2 统计方法应用于土地变化驱动力研
究需要处理的尺度问题

目前与尺度相关的术语很多，据Gibson等的总
结，与尺度概念相关的术语有幅度、粒度、分辨率、
层级、比例尺、本征尺度、表征尺度等[6]。不同术语
的表达含义各异，而且可能产生矛盾。例如对于地
图，大比例尺对应的粒度小，小比例尺对应的粒度
大，如果尺度一词不指明是取“比例尺”还是“粒度”
含义，则将导致误会。因此，Dungan等建议在使用

“尺度”一词时，应指明其特定的含义，而且最好是
使用幅度、粒度、比例尺等具体的术语，而非“尺度”
这样含义不明的术语[7]。

不同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对应不同的尺度
问题。例如Marceau等认为适宜尺度的选择依赖3
个要素：期望从研究区得到的信息、信息提取和分
析的方法以及研究区本身[8]。因此，在讨论尺度问
题前，应首先指明研究的是什么问题，采用的是什
么方法。本文针对的研究问题是土地驱动力分析，
针对的研究方法是统计学方法。目前，应用于土地
驱动力分析统计方法主要有相关分析 [9-10]、主成分

分析 [11]、因子分析 [12]、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13-14]、多元

Logistic回归分析[15]和空间自回归模型[16-18]等，使用

的数据分统计数据和栅格数据(如土地利用图、遥

感影像)两种。

统计数据多用于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

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以历年某类土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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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相应土地变化驱动力(如GDP、人口等)数据
的时间序列进行分析。栅格数据的应用至少有如
下 3 种情形：①使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某类土地与
其他类土地的相互转变；②通过人为聚合栅格产生
一定面积规模的面积单元，构建土地变化与驱动因
子的空间序列进行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
析和多元线性回归等分析；③空间自回归模型。

其中相关的尺度问题至少有：统计数据对应的
研究区范围、时间周期，栅格数据对应的遥感影像
分辨率、人为聚合栅格得到的面积单元大小、多期
栅格数据的时间跨度，另外，统计数据和栅格数据
都需要考虑土地分类精度(表1)。可将上述尺度问
题进一步归纳为以下5类：①研究区空间幅度对分
析结果的影响；②空间粒度对分析结果的影响；③
时间幅度对分析结果的影响；④时间粒度对分析结
果的影响；⑤土地分类精度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其
中，空间粒度包括人工聚合栅格得到的面积单元大
小、遥感影像分辨率；时间幅度包括统计数据的时
间长度和栅格数据的时间跨度。

3 各种尺度问题的分析

3.1 研究区空间幅度对分析结果的影响
目前，有许多针对不同幅度研究区进行土地驱

动力研究案例，涉及各级行政单位、各流域 [14,19-25]。
在不同幅度的研究区，土地变化驱动力研究结论可
能不同[3]。例如，1996—2008年，贵阳市人口与耕地
的相关系数为-0.632(P<0.05；P为显著性，下同)，贵
州省人口与耕地相关系数为-0.854(P<0.01)，而我国
人口与耕地相关系数为-0.947(P<0.01)。可见，不同
幅度的研究区，人口与耕地的相关系数不同。其
中，人口与耕地相关系数由《贵州省统计年鉴》、《中
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土资源年鉴》相应数据计算
得出。
3.2 空间粒度对分析结果的影响

利用栅格数据构建的空间序列进行土地驱动
力分析，不同大小的栅格，得到的结果有所差异。
例如，陈佑启等在 1 km×1 km网格的基础上，通过
平均值法建立一种认为的面积规模序列，即32 km×
32 km、64 km×64 km、96 km×96 km、128 km×128
km、160 km×160 km、192 km×192 km共6个规模层
次，并计算了耕地与总人口、农业劳动力、非农业人
口、土地适宜性平均高程和最暖月气温等因素的相
关系数，发现各个规模层次上相关系数不同 [26]。
Overmars等在一项针对厄瓜多尔土地利用的研究
中，发现使用空间自回归模型时，不同大小的栅格
图像对应的Moran指数的变化规律不同，得到的空
间自回归模型也不相同[16]。同理，以不同分辨率的

遥感影像作为研究数据，得到的土地变化驱动力结
果也会有差异。
3.3 时间幅度对分析结果的影响

土地变化驱动力研究中，有的用10年、20年的
数据，有的用更长时间的数据，时间幅度对土地变
化驱动力结论也有影响[27]。例如，在研究贵州省人
口与耕地变化关系时，若以 1982 年土地包产到户
开始的27年(1982—2008年)为对象，人口与耕地的
相关系数为-0.858(P<0.01)。若以1949以来的60年
(1949—2008年)作为研究对象，则二者的相关系数
为-0.752(P<0.01)。其中，人口与耕地相关系数由
《贵州省统计年鉴》对应数据计算得出。
3.4 时间粒度对分析结果的影响

时间粒度即数据的时间周期，目前尚无文献探
讨其对驱动力分析的影响，因为相关分析、主成分
分析、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所使用的统计
数据均以 1 年为周期，而 Logistic 回归仅使用两期
遥感影像，不涉及数据周期问题。但如同空间上粒
度会导致尺度问题一样，时间上数据的周期也会影
响土地变化驱动力分析结果。

仍以贵州省人口与耕地关系为例，1949—2008
年，贵州省人口与耕地变化的相关系数是-0.752(P<
0.01)，但如果考察每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人口与平
均土地面积的关系，则会发现二者相关系数
为-0.962(P<0.01)。可见，数据的时间周期不同，土
地驱动力变化分析结果也不同。
3.5 土地分类精度对分析结果的影响

不同的土地分类精度，导致分析结果不同，这
点目前尚未引起重视。Conway在对美国新泽西州
巴尼加特湾(Barnegat Bay)流域土地利用的研究中，
使用3种不同精度的土地分类体系，运用逐步回归
法，建立了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模型，发现不同土
地分类精度所对应的回归模型参数、拟合精度有差
异，土地变化研究中必须对此类问题加以重视[28]。
上述分析多以相关分析为例，因为相关分析是最为
基本的驱动力统计方法。相关分析方法中需要处
理的尺度问题在多元线性回归、多元Logistic回归、
空间自回归等方法中同样存在。

表1 土地变化驱动力分析方法中的尺度问题

Tab.1 Scale issues in driving force analysis of land change

数据源 统计数据 栅格数据 

空间 幅度 研究区范围 研究区范围 

 粒度 —— 
人为聚合栅格得到的面积单

元大小、遥感影像分辨率 

时间 幅度 
连续统计数据的

时间长度 
多期栅格数据的时间跨度 

 粒度 数据周期 —— 
土地分类标准 土地分类精度 土地分类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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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问题的本质

详细考察上面 5 类土地变化驱动力的统计分
析中需要处理的5种尺度问题，发现其本质都是数
据在空间或时间上聚合(以下简称数据聚合)对统计
分析结果的影响。空间上，从乡镇到县到省、全国，
不同行政单元聚合后会得到不同的驱动力分析结
果；小流域到中流域到大流域，不同流域单元的聚
合也会影响分析结果。使用栅格数据，从小的栅格
聚合到大的栅格，结论也不一样。时间上，从短的
时间幅度聚合到长时间幅度，土地变化驱动力结果
发生改变；数据的时间周期方面，若把多年的数据
聚合为一个平均数，得到的土地驱动力分析结果也
不一样。土地分类精度方面，从详细的土地分类聚
合到粗略的土地分类，土地驱动力分析结果不同。
数据聚合对统计分析结果的影响在统计学、地理
学、生态学等相关学科中已不是一个新问题。邬建
国 [29]、Marceau[30]和 Dark 等 [31]都曾对此做过很好的
综述，但由于他们所针对的问题不同，所选择的文
献也不同。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对相关的研究进行
回顾和探讨。

1934年，Gehlke和Biehl最早在正式文献中表
述数据聚合对统计分析结果的影响[32]。在 1934年
的文章中，他们列举了几个例子说明数据聚合对相
关系数的影响。例如，在一项针对美国克利夫兰少
年犯罪的研究中，当数据资料在空间上连续聚合
时，男性少年犯罪率与平均月收入的相关系数随之
增加；在另一项农民数量与农产品产量关系的研究
中，二者相关系数随数据聚合而增加。

第二个里程碑式的研究是Robinson提出的生
态学谬误(Ecological Fallacy)[33]。在这篇 1950年的
文章中，Robinson 探讨了肤色与文盲率的相关关
系。如果针对97、272个个体进行相关分析，“是黑
人”和“是文盲”的相关系数为0.203，若把这97、272
个个体按地理范围分为 9个区，再进行相关分析，
二者相关系数为0.946。Robinson在文中详细讨论
了生态学谬误产生的原因。同一年，Yule和Kend-
all也在著作中论述了这个问题[34]。生态学谬误的
一个典型例子是 Simpson 悖论 (Simpson's Para-
dox)。Simpson 悖论指在聚
合水平上得到的结论与个
体水平的结论完全相反。
如图1所示，两组数据中x与
y 呈正相关，但是对两组数
据进行组平均后，组平均水
平上x与y负相关。

第三项重要的研究是
Openshaw 于 1981 年提出并

详细论述了可塑面积单元问题(the Modifiable Are-
al Unit Problem, MAUP)[35]，并围绕此问题发表了一
系列文献和著作[36-39]。之后许多相关研究的开展加
深了对MAUP的认识。MAUP针对的是空间分析
中存在的两方面问题，一个称为“尺度问题”(Scale
Problem)，另一个称为“划区问题”(Zoning Prob-
lem)。“尺度问题”是指空间数据经聚合而改变其粒
度后，分析结果也随之改变，也称“尺度效应”
(Scale Effect)*。划区问题是指，同一粒度上或聚合
水平上，由于聚合方式不同，分析结果也不同。
Jelinski和邬建国在1996年的文章中举例说明了尺
度效应对单变量统计的影响 [40]。如图 2 所示，从 a
到 b到 c，面积单元不断聚合，平均值没有变化，但
是方差却逐渐减小至 0。可见，数据聚合对统计分
析结果的影响早已被发现，只是不同学科对其引起
重视的时间和程度不同。统计学早在1934年已有
相关讨论；遥感科学中，1992年Marceau第一个详
细论述此问题[41]；生态学中，1996年 Jelinski和邬建
国等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40]。而目前在土地变化
驱动力研究领域，此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5 尺度问题处理不当的风险

不同的数据聚合水平，得到的统计分析结果不

一样。如果所取的数据聚合水平不正确，至少有有

图1 Simpson悖论示意图

Fig.1 Simpson's Paradox
*注：这里的尺度问题和其他场合所说的尺度问题可能不一样，

不同场合所称的“尺度”、“尺度问题”应具体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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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空间统计分析中的尺度效应示意图[40]

Fig.2 Scale problem in spatial statistics

a b c 

2 4 6 1  3 3.5 

3 6 3 5  4.5 4 
3.75 3.75 

1 5 4 2  3 3 

5 4 5 4  4.5 4.5 

 
3.75 3.75 

75.3=x  60.22=s  75.3=x  50.02=s  75.3=x  00.02=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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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两方面的风险：
(1) 产生无意义的统计分析结果。例如，若某

省多年的降雨总量并无大的波动，而耕地总面积在
减少，对该省多年的降雨量和耕地面积进行相关分
析，结果表明降雨量对耕地面积变化没有影响；但
是，虽然降雨总量没有变化，降雨分布却有改变，以
往多雨的地方变为干旱，以往干旱的地方多雨洪
涝，这两种情况可能都会影响耕地数量的变化，若
用更小尺度(如乡镇尺度)的数据分析，可能发现耕
地变化与降水变化在乡镇尺度上显著相关，那么之
前省域尺度的相关分析结果就缺乏意义甚至是错
误的。一些论文还根据相关分析结果筛选土地变
化驱动力因子[12,42-44]，进而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和Lo-
gistic回归，如果相关分析的这一步就没有意义，那
么之后的回归分析结果也是无意义的。

(2) 如果根据这种无意义的统计分析结果制定
对策，很可能出现错误。上面所讲的例子中，如果
采用省这一尺度的降雨量与耕地面积的相关分析
结论，并认为降雨对耕地变化没有影响，因而不需
要采取水利措施，那将是一个政策性的错误。经济
发展、GDP增长对耕地变化的影响，在不同尺度上
得到的结果可能不一致。在制定土地政策时，如果
选用了错误的尺度进行分析，那很可能对国民经济
产生直接的损害。

6 解决问题的途径

尽管数据聚合对统计分析结果的影响已不是
新问题，但目前为止，对于解决该问题的妥善方法
尚未达成共识[31]。总结而言，用于处理该问题的途
径主要有如下3种：

(1) 基于实体(Basic Entity)的途径。Openshaw
认为，如果对象为“不可塑”的基本实体，那么就可
以避免数据聚合带来的影响[39]。这方面，Hay等首
先发展了基于实体途径的具体研究方法[45]。但是，
土地变化驱动力研究中，界定基本实体存在诸多困
难，土地变化涉及的因素很多、其相互关系错综复
杂，难以定义出一个“不可塑”的基本实体。另外，
即使基本实体可以明确定义，例如农村土地使用的
基本单位都是农户，但是户数众多，搜集、整理相关
信息和建模存在极大的困难[29]。以资料搜集为例，
土地变化研究常以统计资料为基础，统计资料为了
保密，仅给出各数据聚合水平(如县、市、省)上的信
息，不公布每户被调查家庭的情况，致使农户尺度
的土地利用研究难以进行。

(2) 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或研究变
量的变化速率。这两种方法不是去尝试解决数据
聚合带来的问题，而是通过一系列研究确定数据聚

合对统计分析结果的影响范围和强度[46]。这两种
方法可以回答如下问题：哪些变量(或变量之间的
相互关系)对尺度敏感；随尺度改变的变化速率如
何；分析结果随尺度改变而产生的变化是否可以预
测；多大程度上可以预测[29]；土地驱动力分析中，可
研究驱动要素和土地变化之间的关系随尺度变化
的敏感性如何；驱动要素和土地变化之间的回归系
数、回归的拟合优度等随尺度改变而变化的速率如
何；是否可以预测等。通过此类研究，掌握尺度对
分析结果产生影响的规律。目前，在栅格数据的基
础上，通过人为聚合栅格得到一系列的空间面积单
元进行土地驱动力分析[24-26]，正是应用了这种思路。

(3)“摒旧创新”——抛弃会产生尺度问题的研
究方法，寻找或开创对尺度不敏感的分析方法。
Tobler认为，空间分析结果应该与数据的空间坐标
无关，就像物理学中重力加速度的计算公式一样，
放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能使用。因此，会产生尺度
问题的方法不是正确的方法，应该被摒弃，应当发
展对尺度不敏感的空间分析方法，Tobler称之为“与
框架无关的空间分析”(Frame Independent Spatial
Analysis)[47]。

7 结论与讨论

土地变化是当前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土地变化驱动力研究对于揭示土地利用与土地覆
被变化的原因、机制、过程，预测未来变化方向和后
果，以及制定相应的对策至关重要[48]。

统计方法在土地变化驱动力中应用广泛，本文
总结了目前土地变化驱动力分析中主要的统计方
法，识别出其中存在的5种尺度问题，即5种“尺度”
含义(研究区空间幅度、空间粒度、时间幅度、时间
粒度和土地分类精度)对驱动力分析的影响。这 5
种尺度问题的本质在于数据在空间或时间上聚合
对统计分析结果的影响，Gehlke、Biehl、Robinson和
Openshaw等开展的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数据
聚合对统计分析结果的影响可能带来的风险有两
方面：一是产生无意义的结果，二是引导出错误的
对策。目前对此问题的处理有3种思路：①界定研
究的基本实体；②敏感性分析或变化速率分析；③
试图寻找不会产生尺度问题的分析方法。

尺度问题带来这样一个困境：目前使用统计方
法进行土地变化驱动力分析，乍看起来有详实的基
础数据，统计方法有各种检验，统计分析结果也能
进行解释。但是不同尺度上得到的结果不一致，不
同尺度之间的分裂与我们对土地利用是一个整体
的观念冲突。正如《统计数字会撒谎》的作者Dar-
rell Huff在书中所言：日常生活中、科学技术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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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使用的统计数字很可能没有告诉我们真相，不
同的统计处理方法会得到不同的结果，统计数字是
可以撒谎的[49]。土地变化驱动力研究中若不能妥
善处理尺度问题，我们得到的将只不过是一些“撒
谎”的统计结论。

尺度问题是地理学固有的关键难题，迄今尚无
确切的解决办法。摒弃研究对象存在的不足，应当
审视研究方法是否正确，是否需要改进。否则，统
计分析只会引领错误的方向。已出现处理此问题
的 3 种思路都可借鉴，但尚需做进一步探讨。例
如，关于寻找不会产生尺度问题的分析方法，Open-
shaw、Taylor 和邬建国等都认为，离开尺度讨论地
理学、生态学问题是有悖学科常识的[29, 35]。寻求一
种“与框架无关的空间分析”对策，是不是有点象

“鸵鸟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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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Issues in the Driving Force Analysis of Land Change

YAN Xiang, CAI Yunlong, CHEN Ruishan, LI Hao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of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Scale issue is a focus but also a difficult theme in the driving forces analysis of land change. While
statistics is very popular in analyzing drivers of land change, there is no particular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scale in this domain.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methods often used in the driving force analysis of land
change, recognizes five scale issues needed to concern. They are the impact of 5 situations (the extent of the
study area, the grain size, the time range, the time period of data, and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when using the term of‘scale’, and all of these 5 situations can be concluded into data aggregation. If
the impact of data aggregation is not treated correctly, the potential dangers exist in two aspects: (1) the results is
meaningless, (2) the polic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are incorrect and harmful. So far, there are 3 approach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1) basic entity approach, (2) sensitivity analysis approach, and (3) frame-independent analy-
sis approach. These approaches can be applied and more researches are needed in the domain of the driving
force analysis of land change.
Key words: land change; driver; statistics;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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